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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传统京昆戏曲剧目的艺术创作规律与发展史
慎重确定剧本版权归属

——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版权之争论昆曲、京剧等
戏曲传统剧目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祝倩懿8

在我国申遗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加冷静思考。“非遗”的保护工作不

是仅仅依靠申遗成功就能解决，更需要切实可行的系统化、制度化工作。完善的法律保护

制度、措施是重要工作之一。法律保障是“非遗”受到侵害时最重要、但也是最后一道屏障，

解决不好，不仅直接影响“非遗”保护，更会影响到传承与传播。我国不应仅成为“非遗”项

目大国，更应在法律保护制度上走在世界前列。

北京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在传统戏剧方面，北京是我国第一个人选联合国“非遗”

名录的昆曲和2009年人选的京剧的申报城市。北方昆曲剧院是我国北方唯一一家昆曲专

业院团，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代表了我国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每年演出上百场。

京昆很多经典剧目，《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穆桂

英挂帅》等常演不衰，积极地传播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国家新政使得戏曲迎来了更大的传承、发展空间。在新的历史机

遇面前，传统剧目的保护是重中之重，只有保护好才能传承、发展。本文拟从我国成文法

律体系及司法实践出发，对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如何为传统戏曲剧目提供法律保护进行分

析。

一、我国“非遗”保护法律环境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非遗”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

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在观念和法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履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公约的责任和义务，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为我国“非遗”保护提供了根本性法律依据，

使保护经费投入、传承人扶持等具体工作得到有效保障，有力提升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科

学水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保护“非遗”的专门法。我

国于1992年10月加入的《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则从著

+作者系民进会员、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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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法角度对“非遗”中的口述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

(二)现行立法存在的两个主要不足

我国“非遗”保护的立法工作虽然不断完善，但目前仍存在两个主要不足：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是规定文化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在“非遗”保护中的义务，

对于被侵权后如何给与民事保护、救济，没有做专门规定。

2、《著作权法》以及《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对“非遗”的特殊保护力度明

显不足。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对“非遗”被侵权后民事救济、保护作出具体规定，

因此，民事保护、救济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著作权法》和(<fit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

约》。但《著作权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

规定”，而目前相关规定尚未出台。这就使得作为“非遗”主要类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仅能

获得与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同等保护，特殊层面的救济较难实现，保护力度明显不足。

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版权纠纷案

2006年至2009年，已故著名越剧编导刘南薇的子女先后在杭州、扬州、北京、上海

等地分别起诉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扬州扬子

江音像有限公司、博库书城有限公司、博库书城上海有限公司以及上海越剧院等九家单位，

提出请求法院确认刘南薇是越剧代表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现行演出通行本的剧本作者等

诉讼请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

七家法院作为系列案的受理法院。该案处理事关整个越剧界今后能否继续上演《梁山伯与

祝英台》，因此，广受越剧界和越剧爱好者关注，加之越剧在东南亚拥有良好的观众基础，

更引发境外媒体注意。

越剧于2006年由浙江省嵊州市和上海市申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属传统戏剧类。同

年，“梁祝传说”作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由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江苏省宜兴市、

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汝南县申报为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因此，该案的审理对

于如何保护作为非遗类别之一的传统戏曲剧目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版权纠纷案基本案情

1、原告诉讼请求及主要证据

“梁祝”系列案中，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与提交的证据基本相同，概括如下：

(1)原告诉请

原告主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刘南薇创作完成了越剧代表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剧本。1989年刘南薇去世，原告合法继承刘南薇生前所著越剧剧本《梁山伯与祝

英台》的著作财产权。2006年至2009年间，原告先后在杭州、扬州、上海等地发现九被

告制作、出版、发行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CD唱片中数段唱段使用的剧本均系出自

刘南薇所著越剧剧本。但被告却未在出版、发行前经原告许可，也未支付原告任何报酬，

更未在CD中为刘南薇署名。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刘南薇的署名权、表演权及获得报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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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明刘南薇是《梁山伯与祝

英台》越剧剧本的最初改编者；2、被告立即停止制作、出版、发行、销售相关CD；3、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原告主要证据

为证明刘南薇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初改编者，原告的证据主要有：

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往演出本《梁祝哀史》在20世纪40年的宣传广告；②195 1

年12月1日《人民文学》刊登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署名为：南薇改编，宋

之由、徐进、陈羽、成容、宏英修改；③《上海越剧志》、《上海当代作家词典》以及傅全

香、范瑞娟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的回忆文章；④诉争侵权CD。

2、被告答辩要点及主要证据

(1)被告答辩要点

“梁祝”系列案九家被告的答辩要点基本一致，主要是两点：①越剧《梁山

伯与祝英台》的剧本不是一个人独立创作，而是通过历史上无数艺术家共同不断努力

逐步形成；②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出通行本是在1955年3月上海越剧院成

立后，由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根据回忆，重新口述1945年雪声剧团《新梁祝

哀史》的剧本，后由徐进等人结合以往版本重新整理改编而成。

(2)被告主要证据

三年的系列案审理过程，被告证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6年至2009原告起诉上海越剧院前。原告起诉上海越剧院前，

作为音像制作、出版单位的被告提交的证据主要是形成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越剧

期刊，证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演出通行本的作者是袁雪芬、范瑞娟口述，徐进

等人改编。

第二阶段：2009年原告起诉上海越剧院。被告上海越剧院提交的新证据主要

有：

①1942年至1948年间，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演唱的《梁祝》唱片剧本、袁雪芬创

办的《雪声剧团剧刊》上刊登的《新梁祝哀史》剧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曾用版本)。

②1951年11月5日《戏曲报》刊登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该剧本早于原

告提交的刊登在1951年12月1日《人民文学》上的剧本仅一个月，两个剧本仅6字之差。

该剧本没有署名，但说明部分注明“这个本子是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为庆祝二届国

庆演出的舞台本。由华东戏曲研究院创作工场根据越剧原来的本子和南薇同志的改编本集

体讨论，经宋之由、徐进、陈羽、成容、弘英诸同志分头执笔写成，并由伊兵同志作初步

审定”。

(二)审理思路及审判结果

七家法院对本案的审判思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告起诉上海越剧院前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审判思路

是：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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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者。”本案涉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虽然有四五种之多，但最早的版本即1

9 5 1年出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其上署名改编者为“南薇”即刘南薇，而此

后包括被告文艺出版社提交的多种书籍、文章中，均提及《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最

早的改编者为刘南薇；虽然徐进也有署名，但徐进所创作的、供上海电影制片厂1 9 5 3

年摄制电影使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时间晚于刘南薇的剧本，且系改编自刘

南薇的剧本。因此，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现在通行的、包括被告文艺出版

社在其出版的CD中所使用《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的最初改编者是刘南薇。当然，

《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传统剧，刘南薇仅是剧本的改编者而非剧本的原创者。由此认定被

告构成侵权。

第二阶段：原告起诉上海越剧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综合原被告证据，并深入论证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发

展历史的基础上，判令刘南薇不是刊登在《人民文学》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

作者，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求。

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版权之争的启示

在目前我国法律对“非遗”保护不十分健全的现实条件下，涉及“非遗”的戏曲作品纠纷

解决应遵循以下四点原则：

(一)戏曲本身的艺术创作规律与发展史是解决“非遗”纠纷首先且必须考虑的因素。

纠纷解决方案必须符合艺术创作规律

代理“梁祝”案过程中，本文作者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中国艺术研究院、

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绍兴图书馆等地查询到大量有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梁

祝”传说的历史资料。其中，对“梁祝”传说的记载可追溯至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藩志》“义

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晚唐张读《宣室志》中则已有具体故事。越剧“梁祝”，起源于清

末民国初年。因此越剧“梁祝”是先有故事、唱词，后有剧本，此后经无数艺术前辈细心揣

摩，并根据观众反映不断修改、完善。本案代理过程中，很多越剧表演艺术家表示，越剧

是舞台艺术，很多唱词是在演出中根据观众反映和演员现场表演感受不断修改、完善。老

艺术家每场演出的唱词可能都有不同程度地修改，这是戏曲的艺术创作特点。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传统戏曲剧目是不断修改、完善的艺术特点、艺术发展

历史给予了充分尊重，在判决书中对越剧“梁祝”的发展过程做了详尽回顾，并据此认定“刘

南薇的改编本应当是在已有‘梁祝’作品基础上的再创作，因而还需要考察《人民文学》所

刊剧本之前的其它‘梁祝’作品的内容，才能够确定被控侵权的唱段是否源自于刘南薇的独

创。梁祝故事系民间传说，早在越剧诞生之前，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越剧舞台上，

早在刘南薇开始从事越剧编导工作之前，越剧‘梁祝’就已经成为不同的剧团表演的传统剧

目。并且在刘南薇从事越剧编导之后的1945年，雪声剧团演出‘梁祝哀史’时，公开发表的

剧本署名还为‘袁雪芬重编’。可见，刘南薇既非‘梁祝’故事的原创者，也非越剧‘梁祝’的首

创者。从《人民文学》仅将刘南薇署名为‘改编’者的情况来看，刘南薇的改编本应当是在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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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梁祝”作品基础上的再创作。因此，如果他人使用的是早于刘南薇改编本的‘梁祝’已

有作品中的内容，也不能认为侵犯了刘南薇的著作权。”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思

路是负责任的，更是正确的。

而其他法院则仅依据剧本发表的时间先后作为判断版权归属的依据，忽略了越剧“梁

祝”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戏曲是表演艺术的创作特点，仅仅依据“本案涉及的《梁山伯与祝英

台》越剧剧本虽然有四五种之多，但最早的版本即1 9 5 1年出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剧本，其上署名改编者为“南薇”即刘南薇，而此后包括被告文艺出版社提交的多种书

籍、文章中，均提及《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最早的改编者为刘南薇；虽然徐进也有

署名，但徐进所创作的、供上海电影制片厂1 9 5 3年摄制电影使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剧本，时间晚于刘南薇的剧本，且系改编自刘南薇的剧本。”作为裁判依据。

比较而言，昆曲、京剧比越剧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京昆很多剧目是经历了漫长岁月淘

洗，经过几代，甚至是十几代艺术家和观众双重磨练和考验的经典，凝结了无数艺术家与

观众心血。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很多经典、传统剧目并没有明确剧本版权归某一个或某几

个人所有，事实上，也很难将剧本版权严格地归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所有。普遍的共识是

这是艺术前辈留下来的珍宝，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此，在解决涉及“非遗”纠纷上，一定

要尊重戏曲的发展历史，尊重艺术前辈以及观众对经典的贡献。不能机械地用现行《著作

权法》等法律僵硬地确定版权归属。除剧本外，戏曲还涉及唱腔和作曲。尽管目前因唱腔

和曲式设计产生的纠纷不多，但在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的历史机遇下，这类的纠纷

会不可避免发生。纠纷的解决一定要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否则仅仅是于法有据，而缺乏艺

术创作规律的支撑，是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的，思路也是错误的。

(二)涉及“非遗”纠纷的解决方案必须重视传承人作用

传承人担负着“非遗”继承、传播的重要任务，对于“非遗”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入的了解。

在解决“非遗”的纠纷时，应充分重视传承人意见。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中，

曾亲自走访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了解越剧“梁祝”的创作历史。此外，传承人的年龄普

遍偏高，很多历史情况应抓紧时间了解。袁雪芬老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去世：重视传承人

作用，抓紧了解、整理有关资料，对于正确解决涉及“非遗”纠纷至关重要。

(三)重视收集、整理与传统剧目创作有关的历史资料

由于“非遗”历史悠久，因此，还原当时事实只能依靠历史资料、文献。在代理本案过

程中，本文作者明显感到历史资料对还原争议焦点原貌非常重要。历史资料全面真实地还

原了越剧“梁祝”自清末民初至20世纪50年代形成现在演出通行本的整个历史脉络，为准

确判定剧本版权归属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本文作者找到了20

世纪50年代初《<梁祝哀史>(雪声剧团记录)、<梁祝哀史>(南薇改编本)、<梁山伯与祝

英台>(华东戏曲研究院改编本)》对比本。对比本清楚记录了1947年左右袁雪芬创办的

雪声剧团演出的《梁祝哀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曾用版本)、刘南薇改编的《梁祝哀

史》与1951年华东戏曲研究院(上海越剧院前身)集体再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三

个主要版本的全部唱词。通过对比，可以清楚看出三个主要版本在场次、唱词上的区别。

及时收集、整理、保护“非遗”有关历史资料不仅对解决纠纷有意义，对于“非遗”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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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更有重要意义。

(四)“非遗”纠纷的解决应有利于传承、传播与发展

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判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演出通行本的

剧本版权归属刘南薇后，南方越剧界一片哗然。不满的原因不在于停止制作、出版、发行

涉案音像制品、赔偿损失，而在于产生的后果，即：今后如越剧院团需再演出该剧，则必

须征得原告的同意并支付版权许可使用费，否则，不能演出。这就意味着原告有权决定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否传播，以及有谁来传播。某几个人的偏好以及版权许可使用费

的多少成为决定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否传播的因素。《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代

表剧目，在国内外久负盛誉，在传播、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剧

本版权之争的结果是使一部优秀的作品不能顺利传播、传承，发挥她应有的作用，则版权

之争的

解决思路就是值得商榷的。与一般作品相比，“非遗”具备引导整个民族价值观以及审

美取向的不可比拟的重要社会意义，应特别鼓励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条

确立的立法原则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宗旨是“为

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注意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

繁荣”。综合两部法律的立法精神，保护作者的著作权、邻接权与促进优秀作品的创作、传

播是保护一般作品的两个并重的立法原则，但在“非遗”的法律保护上，应更侧重于保护与传
播。


